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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级关系如何影响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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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具有“亲上级”和“非伦理”双重属性的员工行为，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近

年来日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但整体而言，相关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基于中国情境的研

究更是匮乏。本研究扎根于中国文化情境，探讨上下级关系、下属的传统性、企业性质对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的作用机理。通过对49个工作团队327名员工数据的多层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呈U形特征，即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上升为

高水平，下属采取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增加，而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下降为低水平，下

属采取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亦增加；（2）相较于低传统性的下属，在高传统性的下属中，这一

U形特征更明显；（3）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这一U形特征更明显。本研究的结果

拓展了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何以形成的理解，同时也为本土组织管控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提供

了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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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unethical pro-supervisor behavior）是指下属为了使上级获益而采取的

非伦理行为（Johnson和Umphress，2019），例如夸大上级的绩效以使其看起来更好。以往研究指

出，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具有较强的本土文化契合性，在以关系取向和威权取向为特征的华人组

织中广泛存在（程垦和林英晖，2019）。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获益者是上级，但上级的获益有时

却可能是以损害组织利益为代价的（Mesdaghinia等，2019）。例如，帮助上级掩盖其过错会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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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采取及时的纠偏行动，进而使组织遭受损失。由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可能对组织的长远健

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该类行为近年来日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成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现有研究发现，

下属对上级的认同、上级的底线心态、变革型领导行为、自我牺牲型领导行为等因素会诱发下

属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颜爱民和曾莎莎，2018；钟熙和王甜，2019；Johnson和Umphress，2019；
Mesdaghinia等，2019）。但整体而言，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还十分

有限，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更是匮乏，由此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认

识，无助于国内实务界采取适当的措施遏制此类行为。因此，深入探讨中国文化情境下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的诱发因素与发生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亲上级”是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重要属性，即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包含了使上级获益的动

机（Johnson和Umphress，2019）。由此可见，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与“上级”紧密相关。如前所述，现

有研究主要考察了上级的人格特质与领导风格对下属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实际上，下

属采取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还可能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关。当前，学界对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沿用西方主流的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即客位取

向；二是使用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上下级关系（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即主位取向（郭

晓薇，2011）。以往研究指出，虽然领导—成员交换与上下级关系都植根于社会交换理论，但相

较于领导—成员交换，上下级关系更贴切地描述了中国组织中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核心特征（例

如超出工作范围之外的人情往来、基于特殊主义的偏私优待等），对下属的行为（尤其是亲上级

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郭晓薇，2011；王忠军等，2011；Zhang等，2017）。因此，本研究选择上

下级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其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理。

进一步地，根据社会交换的权变观，接收方对给予方所提供交换的反应并不是固定的，而

是取决于接收方对交换的重视程度（Gouldner，1960）。尽管上下级关系是华人组织中人际互动

最重要的主导因素（郑伯埙，1995），但并非所有的下属都同等程度地重视上下级关系，由此就

可能使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出现差异。以往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反映个体对

中国传统文化认可程度的人格特质（张永军等，2017），传统性（traditionality）是华人文化背景

下探讨上下级互动的一个重要边界条件（李澄锋和田也壮，2017；Hu等，2020）。由于上下级关

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而个体的传统性有高有低，故不同传统性的下属对上下级关系的

重视程度可能是不同的，进而展现出来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就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推

测，传统性可能是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调节因素。

此外，从个体—情境交互的角度看，除了个体特质因素之外，组织情境特征对上下级互动

模式的潜在影响不应被忽视。在中国，国有企业往往比非国有企业更注重等级和关系，人际互

动中的关系导向更为明显。这些由企业性质（enterprise property）所决定的组织文化或工作氛

围为下属处理上下级关系提供了规范性线索，进而可能会对其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产生影响。遗

憾的是，以往研究对该问题缺乏检验。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扎根于中国文化情境，尝试回答以下

两个问题：第一，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具有何种影响？第二，传统性和企业性质在上

下级关系影响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何种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问卷调查，从中国长三角地区14家本土企业收集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建

模技术进行分析检验。研究发现：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呈U形特征，且这一

特征在高传统性的下属中以及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首先，本研究提出

并验证了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由此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交换视角下亲

上级非伦理行为何以发生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上下级关系的后果研究；其次，本研究基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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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交换的权变观，从个体与情境交互的角度，检验了传统性和企业性质对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由此不仅揭示了上下级关系影响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边界，

同时也响应了学界对于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号召；最后，通过考察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形成

边界，本研究为企业采取措施遏制此类行为提供了一些决策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概念内涵

从概念演化发展的角度看，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概念发源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概念。根据

Umphress和Bingham（2011）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经典定义，除了组织以外，员工还可能为了

使组织成员获益而采取非伦理行为，但这一概念范畴却被以往的研究普遍忽视了。鉴于此，

Johnson和Umphress（2019）提出了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概念，并认为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从属于亲

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概念范畴。但通过深入分析这两个强调利他动机的非伦理行为概念，程垦和

林英晖（2019）指出，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并非是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子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

有“交集”但也各有独立的部分。具体而言，同时包含亲上级动机和亲组织动机的非伦理行为同

时属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概念范畴，但只包含亲上级动机或亲组织动

机的非伦理行为则分别只属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或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概念范畴。其实，

Johnson和Umphress（2019）也发现，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与领导认同显著正相关，但与组织认同

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组织认同通常被认为是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重要诱因（Umphress和
Bingham，2011；Chen等，2016；钟熙等，2018）。由此可见，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与亲组织非伦理行

为在概念内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以往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研究成果对于亲上级非伦理

行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有待深入探索。

在理解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内涵时，还需要关注利己动机。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相似，亲

上级非伦理行为并不排斥利己动机，所以不完全独立于利己型非伦理行为。根据当前的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定义（Johnson和Umphress，2019；Mesdaghinia等，2019），无论是否具有利己动机，只

要下属采取非伦理行为时包含亲上级动机，则这一非伦理行为就可被界定为亲上级非伦理行

为。换言之，界定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关键在于非伦理行为是否包含亲上级动机。那么，在一些

更可能激发利己动机的情境中（例如遭遇上级和同事的冷落、漠视、排挤、刁难等），如何判断亲

上级动机的存在？对此，需要承认的是，从直观的逻辑上去推演亲上级动机在这些情境中是否

存在是相当困难的。目前，国内外学者采取的主要做法是，先假定利他动机在这些情境中是存

在的，然后再通过后续测量加以佐证（Thau等，2015；张桂平，2016；陈默和梁建，2017；Ghosh，
2017；Lawrence和Kacmar，2017；Valle等，2019；张永军等，2019；林英晖和于晓倩，2020）。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亲上级动机是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故亲上级动机和利

己动机均可能驱动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形成。至于这两种动机分别发挥何种程度的作用，则需

结合具体情境来分析（程垦和林英晖，2019）。
（二）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互动模式具有因人而异的差序性特点，中

国人倾向于按照关系（guanxi）的远近亲疏来划定圈子。杨国枢（1993）认为，华人圈子由内及外

可分为家人和拟似家人、熟人、生人这三类圈子角色，分别以责任原则、人情原则、利害原则运

行。上下级关系是关系在组织场域中的一种具体类型，指存在于上下级之间的基于利益、情感

和身份义务的联结（郭晓薇和李成彦，2015）。在华人组织中，圈子往往以上级领导为中心，依据

上下级关系的远近亲疏，圈子角色有内核（由具有高水平上下级关系的“圈内亲信”构成）与外
 

3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3卷第4期）



围（由具有中等水平上下级关系的“圈内熟人”构成）之分，也有圈内与圈外（由具有低水平上下

级关系的“圈外人”构成）之别，且不同的圈子角色往往有不同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罗家德，

2012；张田和罗家德，2015）。鉴于上下级关系与圈子角色的紧密联系，本研究将透过圈子角色

视角来深入分析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理。

本研究认为，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可能具有U形特征。具体而言，当上

下级关系处于低水平时，作为圈外人的下属不仅在职业发展上会受到较大的限制，同时还可能

遭受来自圈内人的忽视、孤立与排斥，以及在组织不景气时被率先解雇（郑伯埙，1995；林英晖

和程垦，2017）。面对这些消极的职场体验，想要继续留在组织中的圈外人明白“以牙还牙”的报

复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恶性循环；相较而言，忍耐并采取能使他人潜在获益的行

动是更优选项（张桂平，2016）。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圈子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流动性的，圈

外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进入圈内，扭转不利局面（罗家德，2012；陶厚永等，2016）。这一行动逻

辑本质上可以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社会交换理论指出，个体在面对消极社会交换时并不是

只会被动接受，还可能会主动为他人付出以更好地控制其所能获得的资源（Gouldner，1960；
Lam等，2015）。面对因疏远的上下级关系而导致的消极体验，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可能是圈外人

改善处境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从结果上看，亲上级非伦理行为通常可以给上级带来好处（至

少短期内）；且相较于遵守伦理规范，摆脱道德约束往往可以带来更多收益（Thau等，2015）。进
一步地，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发展，下属由圈外进入圈内的愿望逐渐得到实

现，其改善自身境遇的动机减弱；此时，主要由利己动机驱动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就可能相应

减少。换言之，在上下级关系处于中低水平时，随着上下级关系趋向于疏远，下属采取的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趋向于增加。以往研究发现，职场排斥、工作不安全感等消极职场体验正向影响利

他型非伦理行为（Thau等，2015；张桂平，2016；Ghosh，2017；Lawrence和Kacmar，2017；张永军

等，2019），这为上述推测提供了一定支持。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如果交换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好处，则接收方会形成回报的意愿

（Gouldner，1960；Blau，1964）。据此，本研究推测，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向高水平发展，

得到上级优待的圈内下属的回报动机逐渐增强；此时，亲上级动机（表现为回报上级的动机）很

可能会超越利己动机，成为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主要驱动动机，进而引发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

“反弹”增加。换言之，在上下级关系处于中高水平时，随着上下级关系趋向于亲密，下属采取的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趋向于增加。具体而言，张田和罗家德（2015）指出，与上级具有亲密交换关

系的亲信可被视为拟似家人，而熟人是与上级距离不算太近的圈内成员。根据杨国枢（1993）提
出的关系角色互惠原则可知，圈内亲信会采用责任原则对现有关系进行全力维护，将上级的成

败荣辱视为自身的成败荣辱；而圈内熟人则会采用人情原则对现有关系进行适度维护，彼此间

会有一定的人情往来。不难看出，无论是圈内亲信的荣辱与共，还是圈内熟人的人情往来，二者

均可归结为一个“报”字，区别在于“报”的程度。圈内亲信的“报”是基于“亲”的“报”，而圈内熟人

的“报”是基于“义”的报；在程度上，前者要强于后者（翟学伟，1993）。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是一种

亲上级行为，其发生程度与下属报答上级的动机强弱有关。相较于圈内熟人，圈内亲信与上级

之间具有更亲密的交换关系。得到上级更多偏私照顾的圈内亲信会形成更强烈的回报动机，展

现出更高水平的忠诚与奉献精神（姜定宇和张菀真，2010）。而这种强烈的“报”的心理和积极的

道德自我知觉很可能会降低其道德阈值，诱发道德许可效应或道德推脱机制（林英晖和程垦，

2016），进而促使其采取更多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综上所述，在上下级关系处于中低水平时，与以往研究的观点相似（Thau等，2015；张桂

平，2016；陈默和梁建，2017；Ghosh，2017），我们认为利己动机是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主要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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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机，而亲上级动机的作用较为有限。在上下级关系处于中高水平时，与以往研究的观点相

似（Umphress等，2010；Umphress和Bingham，2011；Chen等，2016；Johnson和Umphress，2019），
我们认为亲上级动机是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主要驱动动机，而利己动机的作用相对有限。因

此，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低水平上升为中等水平，下属的利己动机减弱，其采取的亲上级非伦理

行为相应减少；而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上升为高水平，下属的亲上级动机增强，其采取

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相应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呈U形特征。

（三）传统性的调节作用

传统性是指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个体所具有的一套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

质特征与行为意愿，包括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五个维度（杨国枢

等，1989）。与当前主流的传统性研究相一致，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遵从权威这一维度，指在各种

角色关系与社会情境中个体顺从、尊重权威，遵循“上尊下卑”的角色规范与义务（Farh等，

1997）。以往研究发现，在与上级互动时，不同传统性下属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存在一定的差异

（吴隆增等，2009；Li等，2017）。上下级关系是影响上下级互动模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传统

“关系”文化在组织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郑伯埙，1995）。因此，本研究推测，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因为下属传统性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如前所述，本研究提出，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向低水平发展，下属采取的亲上级非

伦理行为增加。进一步地，本研究推测，这一趋势在高传统性的下属中会更明显。这是因为：相

较于低传统性的下属，高传统性的下属更重视上下级关系，具有更强的“上尊下卑”等级观，对

于因疏远的上下级关系而带来的消极工作体验有更高的忍耐力（吴隆增等，2009）；而作为一种

重要的民族性格，“忍”会激励个体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善不利处境（高良谋和王磊，2013）。具体

而言，受儒家伦理的影响，中国人的正义观表现为人们对于不同地位、不同亲疏关系的人有不

同的正义标准（杨国枢和黄光国，1991）。高传统性的圈外人对上级的角色期待本来就较低，因

而在面对消极对待时不会产生较高的不公平感，而是倾向于恪守自己作为“下者”的角色规范，

选择默默忍耐（吴隆增等，2009）。需要注意的是，“忍”并不意味着懦弱和退缩（林英晖和程垦，

2017）。高良谋和王磊（2013）指出，“忍”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中国人处于不利地位时的

一种自我安慰与自我激励；而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未来之“时”的憧

憬。“十年寒窗苦，方为人上人”“必有忍，其乃有济”等俗语均是“忍”与“时”关系的体现。华人的

圈子具有通透性，即圈外人可通过提升自身表现进入圈内（罗家德，2012），这就为“时”的到来

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忍”找到了行动出口。为了改善处境，圈外人就可能采取成效更显著的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因此，相较于低传统性的下属，高传统性的下属在面对趋向于疏远的上下

级关系时更可能采取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另一方面，本研究提出，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向高水平发展，下属采取的亲上级非

伦理行为增加。进一步地，本研究推测，这一趋势在高传统性的下属中会更明显。这是因为：相

较于低传统性的下属，高传统性的下属更加敬重上级，会更加忠诚地维护上级利益（杨国枢等，

1989；Hui等，2004）。具体而言，儒家伦理强调“五伦”，其反映的五种等级角色关系是构成传统

中国社会的基础（Farh等，1997）。高传统性的圈内人对这些等级关系的认可程度更高，“上尊下

卑”的等级观更强（张永军等，2017）。聚焦到组织情境中，高传统性的圈内人会将视家长为权威

的态度转移到其上级身上，进而表现出对上级的绝对忠诚与服从，在行动时会更多地基于上级

的利益进行考量，并认为这是一种角色义务（Hui等，2004）。因此，相较于低传统性的下属，高传

统性的下属在面对趋向于亲密的上下级关系时，更可能为了回报上级的知遇提携之恩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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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传统性调节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相较于低传统性的下属，在

高传统性的下属中，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更明显。

（四）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

根据道德决策的个体—情境交互模型（Trevino，1986），个体非伦理行为的形成不仅会受

到个体因素的调节，同时也会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在前面部分，本研究分析了下属传统性的

调节作用；以下，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情境边界，

且主要关注企业性质这一因素。这是因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在价值理念、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策

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赵慧娟和龙立荣，2008），企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更具根源

性的情境因素。不同于人格与价值观等个体因素“内在”地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企业性质主要

通过决定相应的组织文化和行为规范等从“外部”发挥作用。本研究推测，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

国有企业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亦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由于本研究聚焦于探讨中

国传统文化在上下级互动中的影响，因此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丁越兰等，2016），本研究所探

讨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与本土文化联系更紧密的民营企业，而未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外

资企业等其他非国有企业纳入考量。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的关系和圈子文化更盛

行，与上级关系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员工的职业发展（Chen和Francesco，2000）。同时，

受“铁饭碗”说法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员工在遭遇消极职场经历时一般更不愿意主动离职，而是

倾向于选择忍受，并谋求积极的改变；相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员工在遭遇消极职场经历时会

有更多的行为选择（例如报复、离职）。因此，当上下级关系从中等水平向低水平发展时，国有企

业的员工可能会比非国有企业的员工更加在意和担忧，进而更可能为了改善不利处境而实施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但进一步地，本研究推测，当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向高水平发展时，国有

企业的员工和非国有企业的员工在采取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程度上可能是相似的。这是因为：

社会交换中的互惠规范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Gouldner，1960；Cropanzano和Mitchell，2005）；换
言之，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

业，得到上级优待的下属均可能为了报答

上级而采取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基于以上

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性质调节上下级关系对亲上

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相较于非国有

企业，在国有企业中，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更明显。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18年3月至7月从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14家本土企业（国有

企业8家，非国有企业6家）收集数据，涉及金融、互联网、通信、电力、房地产等行业。研究样本主

个体层面

组织层面

亲上级非
伦理行为

上下级关系

传统性

企业性质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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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研究人员多年积累的企业合作网络以及外出开展企业培训项目等途径获取。为了尽可

能地获取不同水平的上下级关系数据，本研究选择不少于5人的工作团队作为调研对象。同时，

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在两个时间点进行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时间间隔为1个
月。在正式调研之前，我们向受访者郑重承诺了调研数据的保密性及其用途的纯学术性，得到

了受访者的积极配合。在第一轮调查中，来自55个工作团队的371名员工报告了自身的上下级

关系与传统性；同时，我们也收集了企业性质与控制变量等数据。在第二轮调查中，我们向所有

参加过第一轮调查的员工发放了问卷，邀请其报告自身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得到了来自52个
团队343名员工的响应。在剔除存在规律性作答、数据严重缺失等问题的问卷后，得到来自49个
团队的327份有效问卷，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8.1%。这327个有效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性别

方面，男性占48.9%（160人），女性占51.1%（167人）；学历方面，高中或高职及以下学历占

5 .4%（18人），专科学历占15 .0%（49人），本科学历占50 .2%（164人），研究生学历占

29.4%（96人）；平均年龄为32.483岁（标准差为5.646）；平均与现任上级共事年限为3.483年（标

准差为1.607）；所在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占59.6%（195人），非国有企业占40.4%（132人）。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为发表在权威英文期刊上的量表，且已被较多国内研究证实在中

国情境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翻译—回译”程序对英文量表进行翻译。如无特殊说

明，量表均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从“1”至“7”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上下级关系：采用Law等（2000）编制的量表，共6个题项，例如“我十分了解和关心上级家

庭和工作方面的情况”；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46。
传统性：采用Farh等（1997）编制的量表，共5个题项，例如“父母所尊敬的人，子女也应当尊

敬”；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57。
企业性质：采用类别变量的测量方式，“1”代表“国有企业”，“0”代表“非国有企业”。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采用Johnson和Umphress（2019）编制的量表，共6个题项，例如“扭曲事

实以美化上级形象，因为这对上级有益”；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08。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有可能会影响非伦理行为（赵红丹和周君，

2017；Cheng等，2019；Guo等，2020），因此本研究控制了员工的性别、年龄、学历及与上级的共

事年限。此外，由于个体在回答道德相关敏感问题时可能存在社会期许偏差（Chen等，2016），
本研究也对员工的印象管理进行了控制。印象管理的测量采用Steenkamp等（2010）编制的量

表，共10个题项，例如“我不会说人家的闲话”；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16。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 26.0和Mplus 8.3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核心

变量间的区分度以及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其次，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最后，分析变量在个体和团队层面的方差，并采用多层线性建模进行假设检验。

四、  研究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上下级关系、传统性、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这3个核心变量间

的区分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三因子模型拟合情况良好（χ2=174.772，
df=116，χ2/df=1.507，RMSEA=0.039，CFI=0.981，TLI=0.978），达到学界认可的标准，且明显优于

其他模型，说明这3个核心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度。进一步地，由于本研究的变量数据均来源

于员工的自我报告，这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根据Podsakoff等（2003）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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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三因子模型中加入一个共同方法因子，考察上述拟合指标的变化，从而对共同方法偏

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拟合情况良好（χ2=117.070，df=99，χ2/df=1.183，
RMSEA=0.024，CFI=0.994，TLI=0.992），但相较于三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并没有

明显提升，相关的拟合指标RMSEA、CFI和TLI的变化幅度均小于0.02，说明本研究没有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Dulac等，2008；谢宝国和龙立荣，2008）。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三因子模型：SSG；TRA；UPSB 174.772 116 1.507 0.039 0.981 0.978
二因子模型：SSG+UPSB；TRA 538.789 118 4.566 0.104 0.863 0.842
二因子模型：SSG；TRA+UPSB 572.614 118 4.853 0.109 0.852 0.830
二因子模型：SSG+TRA；UPSB 819.589 118 6.946 0.135 0.772 0.737
单因子模型：SSG+TRA+UPSB 1 148.119 119 9.648 0.163 0.665 0.617
　　注：SSG表示上下级关系，TRA表示传统性，UPSB表示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表示将两个因子合并。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报告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由表2可知，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显著正相关（r=0.462，p<0.01），传统性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显著正相关（r=0.364，p<0.01），企
业性质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0.051，p>0.05）。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0.489 0.501
2.年龄 32.483 5.646 –0.054
3.学历 3.034 0.815 –0.078 0.040
4.共事年限 3.483 1.607 0.003 0.145** 0.018
5.印象管理 3.876 0.825 0.012 –0.042 0.041 –0.165**

6.上下级关系 4.245 1.071 –0.040 0.067 0.029 –0.027 0.014
7.传统性 4.367 0.702 0.015 0.003 0.038 0.019 0.066 0.217**

8.企业性质 0.596 0.491 0.045 0.191** 0.019 –0.032 –0.017 –0.002 0.127*

9.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3.786 0.571 –0.052 0.041 –0.005 –0.028 0.006 0.462** 0.364** 0.051
　　注：N=327；*表示p<0.05，**表示p<0.01。
 
 

（三）假设检验

由于样本数据存在嵌套关系（多位员工属于同一团队），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亲上级非伦理

行为在个体和团队这两个层面的方差构成。结果显示，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ICC（1）=0.113，说
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总体变异中有11.3%是由团队间差异造成的，需进行多层次分析。因

此，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建模进行假设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表4和表5。
H1提出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呈U形特征。由表3的模型3可知，上下级关

系的平方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31，p<0.01）。据此，我们绘制了上下级

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图。由图2可知，随着上下级关系由低水平上升为中等水

平再到高水平，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先减少后增加。因此，H1得到支持。

H2提出传统性调节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由表3的模型5可知，传统

性与上下级关系的平方的交互项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203，p<0.01）。
据此，我们绘制了传统性对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由图3可
知，当下属的传统性高时，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呈U形特征；当下属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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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低时，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先是随着上下级关系水平的提高而非常缓慢地增加，且增加幅度逐

渐减小，接着在上下级关系达到较高水平后，开始出现细微的减少趋势。由此可见，相较于低传

统性的下属，在高传统性的下属中，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更明显。因此，

H2得到支持。

表 3    多层线性建模结果（所有样本）

变量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截距 3.786**（0.039） 3.787**（0.035） 3.666**（0.049） 3.659**（0.048） 3.674**（0.047）
性别 –0.073（0.067） –0.056（0.030） –0.031（0.053） –0.031（0.053） –0.029（0.051）
年龄 0.006（0.005） 0.003（0.020） 0.001（0.005） 0.002（0.004） 0.005（0.004）
学历 0.003（0.035） –0.004（0.032） 0.001（0.029） –0.008（0.027） –0.017（0.026）
共事年限 –0.028（0.022） –0.020（0.005） –0.029（0.019） –0.034（0.019） –0.022（0.016）
印象管理 –0.014（0.036） –0.019（0.059） –0.017（0.027） –0.033（0.026） –0.018（0.025）
上下级关系 0.243**（0.030） 0.244**（0.031） 0.215**（0.029） 0.193**（0.028）
上下级关系的平方 0.131**（0.031） 0.138**（0.028） 0.106**（0.027）
传统性 0.227**（0.038） 0.033（0.046）
传统性×上下级关系 0.185**（0.039）
传统性×上下级关系的平方 0.203**（0.040）
Pseudo-R2 0.021 0.229 0.287 0.370 0.440
　　注：N员工=327，N团队=49；**表示p<0.01；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4    多层线性模型检验结果（国有企业样本）

变量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截距 3.805**（0.050） 3.808**（0.048） 3.663**（0.062）
性别 –0.007（0.074） 0.019（0.064） 0.029（0.054）
年龄 0.003（0.007） 0.002（0.006） 0.002（0.004）
学历 0.011（0.054） –0.010（0.052） 0.004（0.045）
共事年限 –0.024（0.033） –0.023（0.030） –0.038（0.029）
印象管理 0.002（0.045） –0.002（0.031） –0.017（0.030）
上下级关系 0.207**（0.037） 0.190**（0.033）
上下级关系的平方 0.154**（0.036）
Pseudo-R2 0.054 0.199 0.307
　　注：N员工=195，N团队=30；**表示p<0.01；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5    多层线性模型检验结果（非国有企业样本）

变量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截距 3.753**（0.058） 3.753**（0.040） 3.683**（0.067）
性别 –0.170（0.121） –0.178（0.107） –0.154（0.108）
年龄 0.011（0.010） 0.001（0.009） –0.002（0.009）
学历 –0.011（0.044） 0.009（0.030） 0.005（0.032）
共事年限 –0.027（0.030） –0.009（0.027） –0.010（0.026）
印象管理 –0.024（0.059） –0.035（0.053） –0.024（0.047）
上下级关系 0.306**（0.046） 0.322**（0.048）
上下级关系的平方 0.078（0.064）
Pseudo-R2 0.049 0.357 0.373
　　注：N员工=132，N团队=19；**表示p<0.01；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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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提出企业性质调节上下级关系对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由表4的模

型3可知，上下级关系的平方对亲上级非伦

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 . 1 5 4，
p<0.01）；由表5的模型3可知，上下级关系

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0.322，p<0.01），但其平方对亲上级非

伦理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b = 0 . 0 7 8 ，

p>0.05）。据此，我们绘制了企业性质对上

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图。由图4可知，在国有企业中，上

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呈

U形特征；在非国有企业中，上下级关系与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大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由此可见，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上下

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更明显。因此，H3得到支持。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49个工作团队的327名员工进行两阶段的问卷调查，本研究实证检验了

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下属的传统性和企业性质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

用，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呈U形特征，即随着

上下级关系由中等水平上升为高水平，下属采取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增加，而随着上下级关系

由中等水平下降为低水平，下属采取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亦增加。这一结论的内在逻辑可用社

会交换理论来解释。社会交换理论指出，个体不仅会对其所获得的积极社会交换（例如关照、优

待）进行回报，同时也会在面对消极社会交换（例如排斥、疏远）时主动为他人付出以更好地控

制其所得（Gouldner，1960；Blau，1964；Fehr和Gächter，2000；Lam等，2015）。当上下级关系处于

中高水平时，上下级之间的积极交换越多，下属回报上级的动机就越强，其采取的亲上级非伦

理行为也就越多。而当上下级关系处于中低水平时，上下级之间的消极社会交换越多，下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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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动机就越强，其采取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也就越多。

以往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支持。例如，Lam等（2015）研
究发现，随着工作不安全感由低水平上升为中等水平再到高水平，中国员工采取的组织公民行

为先减少后增加。该研究发现与本研究结论的呼应之处在于，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加在一定程度

上可视为上下级关系恶化的一种表征，且组织公民行为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均可作为积极互

惠和自救的手段。又如，当前关于组织中的社会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组

织中的积极社会交换和消极社会交换均与中国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正相关（张桂平，

2016；罗帆和徐瑞华，2017）。这些研究暗示了，如果全面地考虑组织中的社会交换（而非只关注

积极的社会交换或消极的社会交换），则组织中的社会交换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可能呈

U形特征。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都属于利他型非伦理行为的范畴，故二者在

形成机理上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据此，组织中的社会交换（例如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

行为的影响也可能呈U形特征。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猜想。

第二，下属的传统性调节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具体而言，相较于

低传统性的下属，在高传统性的下属中，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更明显。

与以往的研究发现（李澄锋和田也壮，2017；Hu等，2020）类似，该结论表明，传统性是理解华人

组织中人际互动的一个关键点。传统性反映了个体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接受程度，高传统性的

个体更加遵从权威，更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杨国枢等，1989；Hui等，2004）。在组织中，高

传统性的下属会将上级视为家长权威的替代者，对其展现出无条件的顺从和忠诚（Farh等，

1997）。因此，当上下级关系向消极方向发展时，高传统性的下属一般不会采取犯上越矩的举动

（吴隆增等，2009），而是会在忍耐中自我激励、择机而动，通过展现出更多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来扭转不利处境；当上下级关系往积极方向发展时，高传统性的下属会更加忠诚地维护上级的

利益，通过展现出更多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来回报上级的优待。相较而言，低传统性的下属则

偏向于认为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张永军等，2017），对于具有差序内核的上下级关系

并不重视。因此，无论上下级关系是向高水平发展还是向低水平发展，低传统性下属的行为反

应都不会太激烈。这一点在前文的图3中得到了呈现。

第三，企业性质调节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具体而言，相较于非国

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更明显。该结论不仅表明

企业性质作为一种根源性的组织情境因素对员工的心理与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呼

应了Trevino（1986）提出的道德决策的个体—情境交互模型，即个体的道德行为决策除了与个

体因素有关，还会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在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往往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

管理方式（赵慧娟和龙立荣，2008），而这些由企业性质所决定的组织情境会向员工传达关于特

定行为或行为意图是否适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宜的线索，进而促进或限制特定行为的形成

（Meyer等，2010）。简言之，作为一种外部因素，企业性质会渗透式地影响员工的行动逻辑。相

较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上下级关系对员工的职业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上下级关系

（尤其是维护好上下级关系）被看得更为重要（Chen和Francesco，2000）。因此，当上下级关系向

低水平方向发展时，国有企业的员工比非国有企业的员工更可能采取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而当

上下级关系向高水平发展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员工在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方面的差异

相对不大。这一点在前文的图4中得到了呈现。

此外，通过对比图3和图4所呈现的下属的传统性和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可以发现，在高传

统性下属中以及在国有企业中，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均呈明显的U形特征；

在低传统性下属中，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大致呈非常平缓的倒U形关系或正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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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呈明显的正向线性关系。这些关系

趋势暗示了这两个调节变量对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逻辑同中有

异。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权变观，个体对交换内容的价值评估会影响社会交换过程（Gouldner，
1960；Lee等，2019）。尽管传统性和企业性质均会影响下属对上下级关系的重视程度，但是二者

发挥作用的方式存在差异，而这可能就是导致其调节作用差异的原因之一。具体而言，传统性

反映了个体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程度（Hui等，2004），其对个体行为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通

过深层次地、内在地改变个体的认知图式而实现的，而企业性质则主要通过确立企业内部的文

化、制度、规范等途径，从外部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过程。

（二）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通过考察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

响效应，本研究丰富了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成因研究和上下级关系的后果研究。一方面，尽管

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近年来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颜爱民和曾莎莎，2018；钟熙和王甜，2019；
Johnson和Umphress，2019；Mesdaghinia等，2019），但目前关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研究成果仍

十分有限，甚少有研究深度扎根于中国文化情境来探讨该行为的发生机理。本研究基于社会交

换理论，通过圈子角色的视角和较为全面的取样，提出并检验了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

为的U形影响，由此深化了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何以发生的理解。另一方面，以往的上下级关

系研究大多采用线性思维来探讨上下级关系的影响效应（Law等，2000；Davidson等，2017；
Guan和Frenkel，2019），甚少有研究从非线性的角度对上下级关系与其后果的关系进行刻画

（Ren和Chadee，2017）。本研究验证了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U形影响，由此不仅拓

展了对上下级关系影响效应的认识，同时也呼应了“过犹不及”的中庸理念。

其二，在整合社会交换的权变观（Gouldner，1960）与道德决策的交互观（Trevino，1986）的
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下属的传统性和企业性质对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由此丰富了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形成边界的认识。现有研究在探讨影响亲上级非

伦理行为发生的边界条件时主要关注个体道德性的作用，例如道德认同水平、道德推脱特质与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等（颜爱民和曾莎莎，2018；钟熙和王甜，2019；Johnson和Umphress，
2019），对于其他个体或情境调节因素的关注还十分有限。郑雅琴等（2013）指出，在开展本土研

究时应引入能反映中国情境特征的调节变量，从而更深入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管理实践。为

了响应这一号召，本研究选取传统性和企业性质这两个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特殊文化意涵的

变量作为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潜在边界。通过探讨下属的传统性和企

业性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不仅加深了对上下级关系影响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内在机理与边

界条件的理解，同时也对中国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做了有益补充。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研究发现，疏远或亲密的上下级关系均会诱发

下属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而具有中等水平上下级关系的下属采取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程度

较低。这提示管理者，在与下属建立积极的交换关系时应当把握好“度”：在尽可能地与员工建

立良好的交换关系以提高团队运作效率的同时，要慎防关系过于亲密化，避免出现“过犹不及”
的现象；换言之，管理者应尽量对下属一视同仁，并将其与下属的关系控制在适中水平，既不刻

意疏远一些下属，也不与一些下属私交过甚，从而将组织中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控制在较低水

平。进一步地，本研究发现，上述这一点在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中尤为重要。国有企业的管理者

需认识到：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被边缘化的员工可能会采取较多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而为了报答领导的知遇提携之恩，被视为亲信的员工也可能会采取较多的亲上级非伦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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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下属的传统性在上下级关系影响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的调节作用。这提示管理者，在与下属的日常互动中需要了解下属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性，并

据此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尤其是对于高传统性的下属，管理者在与其相处的过程中应该谨慎

地处理上下级关系，并对其道德行为决策进行正确引导。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有待未来的研究完善与拓展。首先，尽管本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点收

集数据，但依然无法做出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推论。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实验法对本研究进行复

验，从而为研究结论的因果性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其次，本研究在探讨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

非伦理行为的关系边界时只考察了下属的传统性和企业性质的作用，但在组织实践中，还可能

存在其他层面的因素可以调节上述关系，例如领导特质、团队氛围等。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挖

掘其他可能的调节变量，从而深化对上下级关系与亲上级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再次，

本研究只对比分析了上下级关系对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的差

异。未来的研究可以对企业性质做进一步的拓展，例如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国港澳台地

区的企业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本土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等，从而更系统深入地揭示企业性质作为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最

后，由前述的共事年限（均值为3.483，标准差为1.607）可知，本研究的样本以老员工为主。鉴于

在新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中，上下级关系存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采取

纵向追踪的方式，对新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中亲上级非伦理行为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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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ethical  pro-supervisor  behavior  （UPSB）,  a  topic  which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eld in recent years, refers to unethical acts conducted by
subordinates  to  benefit  supervisors.  UPSB is  prevalent  in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organiz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guanxi-oriented and authority-oriented. UPSB serves supervisors’
interests,  sometim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organiz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the
antecedents  of  UPSB and  their  influencing  mechanisms,  so  as  to  provide  the  organization  with
suggestions of how to control such behavior. Regrettably, studies on UPSB are rather limited, let alone
the ones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Given this,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take roo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SSG）,
subordinate traditionality, and enterprise property on UPSB.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4 indigenous enterpris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 including 8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6 private enterprises. To reduce the interference of common method bias,
we carried out a two-phase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one month interval. At the first phas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SSG, traditionality, and related control variables. At the second phas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UPSB. The final valid sample consisted of 327 employees from 49 teams. Using SPSS
26.0 and Mplus 8.3, we conducte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nalysis to generate resul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SG ha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UPSB, that is, as the levels
of SSG increase from moderate to high, employees’ UPSB increases; as the levels of SSG decrease from
moderate to low, employees’ UPSB also increases.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is U-shaped relationship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subordinates higher in traditionality, and SSG has a stronger U-shaped impact
on UPSB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se two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 that traditionality and
enterprise property are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SG and
UPSB.

This study has two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based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t
proposes and examines the U-shaped impact of SSG on UPSB, thereby not only deepening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how UPSB occur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but also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the outcomes of SSG. Second, based on the contingent view of social exchange and person-
situation interactionist view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we demonstrat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subordinate traditionality and enterprise property on the impact of SSG on UPSB, thus not only
reveal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SG and UPSB, but also responding to
the call for conducting highly-indigenou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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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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